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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东亚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
东亚地区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东亚各国由于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地理环境
等条件不同，其城市化模式和特点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总体看，日本为高度集中型城市化，韩国为
大城市主导型城市化，朝鲜属于政府控制型城市化，而蒙古则是一种畸形的过度城市化。各种模式
均是在各自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文章重点分析了东亚四国的城市化模式及其得失，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推进城镇化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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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指标，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了。二
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各国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
程，东亚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在世
界贸易中的地位也日显重要，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
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日本、韩国等在战
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归纳
为“东亚模式”。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
东亚的城市化进程也获得了快速推进。从１９５０年
到２０１１年，东亚地区城市化率由１７．８％迅速提高
到５５．６％，平均每年提高０．６２个百分点，而同期世
界城市化率由２９．４％提高到５２．１％，年均提高幅度
仅有０．３７个百分点［１］（见图１）。

２０１０年，东亚有１００万以上的大都市１１３座，
其集聚的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４４％，而１９５０年
该比重仅有２８％。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世界城
市化展望２０１１》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日本城市化水
平为９１．３％，韩国为８３．２％，朝鲜为６０．３４％，蒙古
为６８．４６％，远远超过了同期世界平均城市化水
平［１］（见图２）。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
展、资源条件与地理环境等条件不同，东亚国家城市

图１　１９５０—２０２５年世界城市化率比较
注：此统计指标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中国香港和澳门、日本、蒙古、

朝鲜、韩国等。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世界城市化展望２０１１》绘制。

化模式和特点也具有较大的差异。从东亚各国城镇
化发展模式来看，既有日本的高度集中型城市化、韩
国的大城市主导型城市化，也有蒙古的畸形过度城
市化以及朝鲜的政府控制型城市化。无论哪种城市
化模式，都是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
一、日本———高度集中型城市化
“二战”之后，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工业重建，大力

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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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１年东亚地区城市化率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世界城市化展望２０１１》和《中

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绘制。

沿岸工业地带，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日本高度
集中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也因此在太平洋沿岸形成
了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依靠工业化的
强力推动，日本迅速迈入了高速城市化的轨道，并在
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城市化。
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的明治维新时期，其城市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战前城市化的初步发展阶段
（１９２０—１９４５年）。该阶段工业快速发展，极大地带
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并且人口向重工业城
市转移的特征愈加明显。著名的四大工业带———京
滨工业带、中京工业带、阪神工业带、北九州工业带
到３０年代已形成了所谓的“四极集中”［２］。第二阶
段是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

（１９４５—１９７５年）。战后日本经过１０年的恢复，从

１９５５年起日本工业进入黄金发展时期，至１９７３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的近２０年期间，日本从中等经济国
一跃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城市化在这一时期整
体上处于快速发展，三大都市圈与太平洋城市带形
成，自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７５年，日本城市化率从３３．１％
上升至７５．７％，平均每年提高１．５２个百分点［１］。

第三阶段是日本城市化进入高度发展之后的缓慢发

展阶段（１９７５至今）。１９７３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
本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进入所谓稳定增长阶段。

城市化水平由１９７５年的７５．７２％提升至２０１１年的

９１．１３％，平均每年增长０．５０个百分点（见图３）。
其中自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日本城市化水平出现了
较大幅度的上升（７８．６％至８６．０％），这一方面是与

２０００年以后日本推行的行政区域合并有关［３，４］；另
一方面，与东京都市圈的一极膨胀与再城市化有关，
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后，第三产业进一步向东京集中

的态势明显，尤以信息产业的集聚最为显著，被称为
“再城市化”。

图３　日本历年城市化率及城市人口增速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２０１１》绘制。

由于国土狭窄，人口密集，开发空间有限，日本
采取了高度集中型城市化模式，对少数几个都市圈
实行优先集中开发。至２０１０年，日本１００万以上大
都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达到５０％（见图４）。战
后以来，日本的人口、产业和城镇高度集中在东京、
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日本的十大城市中有七
个位于三大都市圈内。这三大都市圈国土面积仅占

１４．４％，但人口和 ＧＤＰ却占全国的近５０％。尤其
是首都东京，２０１１年集聚了３　７２２万人，占全国总人
口的２９．４％。根据《世界城市化展望２０１１》的预测，
至２０２５年，东京都市圈和大阪神户都市圈的人口将
分别达到３８　７００万人和１　２００万人［５］。同时，日本
的各个都市圈发展自成体系，几乎不存在因工作机
会差别导致的人口流动。但近年来，随着都市圈交
通体系的完善，三大都市圈之间的融合逐步加深［６］。

图４　１９６０—２０１０年日本１００万以上大都市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２０１１》绘制。

日本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以大都市为核心

的空间集聚模式（以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
为核心），从而获取了资源配置的集聚效益，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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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业化进程，有力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
增长，但也产生了经济过密与过疏问题。一方面，大
都市区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紧张、地价高昂、交通拥
挤、远距离通勤和生活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在农村
和边缘地区，空洞化、高度老龄化、劳动力不足、“新
娘短缺”等日益突出，出现了一批老龄人口超过村庄
总人口５０％的“极限村落”。
针对这些问题，日本政府于１９５０年制定了被称

为“国土开发宪法”的《国土综合开发法》，后来又根
据国土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特点，先后四次制定
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从而保障了全国经济的快
速、协调、平衡发展，进而保障城市战略的顺利实施。
与此同时，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８６年，日本先后制定了四
次《首都圈基本规划》，到上世纪末完成了第五次都
市圈规划。在都市圈规划及相关政策的指导下，日
本政府投入巨资加强都市圈交通体系建设和环境综

合治理，大规模发展卫星城市，积极引导人口、产业
和功能疏散，使都市圈环境、交通等问题明显改善，
但经济过密与过疏问题并未根本改变。例如，至

２０００年，日本的过疏地区为１　２１０个，主要集中在南
九州、山阴、四国和北海道，被称为“四大过疏地
区”［７］。政府对交通等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改善了
都市圈的交通状况，但也增加了对其他地区的吸纳
能力，加剧了都市圈内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分离，使通
勤成本和房价不断攀升。２００３年，东京圈、大阪圈、
名古屋圈三大都市圈公共交通的年乘客运算量分别

达到１５８．５亿人次、６４．９亿人次和１５．４亿人次［８］。
二、韩国———大城市主导型城市化
与日本相似，韩国也是依靠工业化驱动快速实

现城市化的典范。速度快是战后韩国城市化的重要
特点。战后的韩国城市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见
图５）：第一阶段是城市化非正常发展时期（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初期到６０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增
长主要由于战争引致的移民，至１９６０年韩国人口城
市化水平达到２７．７％；第二阶段是城市化快速发展
时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至８０年代末），这一阶段是

韩国进行国家工业化并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最为重

要的历史时期，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９０年，韩国城市化水
平从２７．７１％迅速提高到７３．８４％，３０年间提高了

４６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１．５４个百分点，至此，
韩国仅用３０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美国耗时近９０年才
走完的城市化历程；第三阶段是高度城市化阶段（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初至今），到２０００年韩国城市化水平达
到８０％，进入高度城市化时期，城市化增长幅度下
降。在这一时期，大城市郊区化加快，并逐步形成都
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２０１１年韩国城市化率已经
达到８３．２％，高于较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

图５　韩国历年城市化率及城市人口增速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２０１１》绘制。

韩国国土面积狭小，多山地和丘陵，适宜居住的
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不足１０％。为了追赶发达国家，
韩国政府长期奉行“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
为主”的政策，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依托既
有城市集中布局工业，使得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
市高度集聚，尤其是向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圈集聚
态势日趋明显（见表１）。１９６０年，首尔人口只有

１５７万，１９９０年则增加到１　０５４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２４．５％。目前，韩国城市人口的近６０％集中在８个
百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别是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
圈，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１２％，却一度集中了韩国
近一半的人口、近６成的制造业和７成的国内生产
总值。

表１　韩国首都圈人口集中度情况

年　份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总人口数（百万） ５．１９４　 ８．７９１　 １３．２９８　 １８．５８７　 ２０．２８９　 ２２．７６７

占全国人口比重（％） ２０．８　 ２７．９　 ３５．５　 ４２．８　 ４６．３　 ４８．２

　　资料来源：根据ｈｔｔｐ：／／ｋｏｓｉｓ．ｎｓｏ．ｇｏ．Ｋｒ（韩国统计厅网站）相关数据计算。

　　这种以首都圈为核心、大城市主导型的城市化 迎合了韩国战后的追赶战略，有利于迅速提升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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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竞争力，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但也加剧了地区
间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地方中心活力不足。有鉴于
此，韩国先后编制了四次国土综合规划和二次首都
圈整备计划，制定实施了新都市计划和地方都市圈
战略，积极引导人口、产业和机构扩散。例如，把首
都圈以外的地区划分为与首都圈相对应的西南圈、

东南圈、中部圈［９］，采取以培育这些圈域中心大城市
为主的政策，对缓解首都圈的过度集聚起到了重要
作用。
三、蒙古———畸形的过度城市化
蒙古是一个游牧传统文化的典型内陆国家，矿

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１９２１年前的蒙古经
济主要依靠游牧业，基本上没有工业基础，据１９１８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城市人口占蒙古总人
口的约９％［５］。自１９２１年独立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初，蒙古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口自由流动受到限
制。为了摆脱靠天养畜的游牧方式，蒙古确立了定
居化、城市化方向，建设了达尔汗、额尔登特、巴嘎诺
尔等新兴工业城市，使城市化率由１９５６年的２１．
６％迅速提高到１９８９年的５７％，年均提高１．０７个
百分点。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随着蒙古向市场经济的转
轨，人口迁移不再受到限制，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因遇到自然灾难、放弃牧群的牧
民，自发迁移到城市谋生，尤其是首都乌兰巴托。

２０１１年，蒙古城市化率达到６８．５％（见图６）。其
中，乌兰巴托１１８万人，占全国人口的４２．３％，占城
市人口的６２％。蒙古国经济也因此高度集中在乌
兰巴托都市圈，根据蒙古国２０１０年的官方统计数
据，２０１０年乌兰巴托的 ＧＤＰ占全国 ＧＤＰ总量的

６２．６％，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总量的３４．６％，服务业
生产值占全国总量的６４．７％［１０，１１］。

图６　蒙古国历年城市化率及城市人口增速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２０１１》绘制。

蒙古经济落后，人均国民总收入仅有世界平均
水平的２０％。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建设滞后，城市缺
乏有效的产业和设施支撑，大量牧民自发地盲目涌
入城市，形成畸形的过度城市化。目前在蒙古国，无
论大城市或中小城市的实际承受能力都还不强，迁
移人口的就业、住房以及医疗、教育等问题已成为政
府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乌兰巴托，失业率持续
上升，贫富极度分化，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公共服务
不足，接近７０％的人口居住在棚户区。
四、朝鲜———政府控制型城市化
朝鲜是东亚地区具有特殊地位的国家，是目前

仍孤立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极少数经济体之一。
朝鲜的城市化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带有典型的政府
控制型特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朝鲜长期奉行高
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难以有
效配置和使用稀缺资源，难以解决基础设施、煤炭、
石油、农业等瓶颈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严格的户
籍制度，人口迁移受到限制。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
代，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朝鲜的城
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０年，朝鲜的
城市化率由３１％提高到５４．２％，平均每年提高１．１６
个百分点。
此后，朝鲜的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尤其是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因苏东剧变的影响和国际
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城市
化几乎处于停滞状况，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大幅下降
（见图７）。到２０１１年，朝鲜城市化率为６０．３％，比

１９７０年提高６．１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仅提高０．１５
个百分点。目前，朝鲜只有２个大城市，其中平壤

２８４万人，城市人口的７７％居住在５０万以下的中小
城市。

图７　朝鲜历年城市化率及城市人口增速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２０１１》绘制。

近年来，朝鲜开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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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朝鲜现有体制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
平，改善产业结构，扩大对外经济合作，通过体制外
改革，建立新的经济发展体系。２０１０年初，朝鲜把
毗邻中俄的罗先市升格为特别市，修订罗先经济贸
易地区法，宣布将全面开放罗先市，充分发挥罗先经
济自由贸易区招商引资和对外贸易的作用，将罗先
和清津发展成连接中、俄、朝的东北亚物流、贸易中
心［１２］。这将给朝鲜的城市化发展注入新的产业支
撑，并促进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因此，随着
朝鲜继续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对外开放合作区也
会成为朝鲜未来城市化发展最为突出的地区，这些
地区包括朝鲜与中国共同开发、共同管理的“罗先经
济贸易区”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以及与韩国共
同建设的“开城工业园区”等。
五、经验总结及启示
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东亚地

区不同国家的城镇化模式及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
们研究、汲取和借鉴。
第一，城镇化要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东亚各

国的城市化经验表明，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重视工
业化和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支撑作用。二战后，日
本和韩国都是依靠工业化驱动快速实现城市化，工
业的快速发展，为城市数量增长和城市地域范围的
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而超越经济发展阶
段和工业化进程的城市化是畸形的，例如，蒙古由于
工业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城镇化，城市缺乏有效的产
业和设施支撑，结果导致了畸形的过度城市化模式，
遗留下来的城市就业、住房以及医疗、教育等问题难
以解决，不利于社会稳定。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战后日本、

韩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并与市
场机制相互影响。日本先后制定了５次全国综合开
发规划、３次国土利用规划、５次首都圈基本规划、５
次近畿圈基本整备规划和４次中部圈基本开发整备
规划，对城市化进行引导。韩国的城市化建设很大
程度上也是在政府行政计划综合框架之内运行的。
蒙古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缺乏政府规划引导，尤
其是对城市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及城市的生
态环境治理重视不够，盲目建设，导致城市畸形发

展。朝鲜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
体制，不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资源不能有效配
置，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因此，城市化推进既要强
调市场机制的基础和主导作用，又要注重政府的规
划引导作用，尤其要重视规划的作用，通过规划去引
导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第三，重视优化城市化的空间布局。日本与韩

国城市化模式的主要特征都是少数中心城市获得优

先集中发展，城市体系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性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例如，
日本长期存在“向东京一极过度集中”和“过疏过密”
的空间不均衡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日本和韩国都
采取了积极发展卫星城市，培育新的城市增长点，有
效地分散了大都市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聚，从而
形成“发展极”和等级次序相对合理的大中小城市序
列，带动了城乡的协调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
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如何统筹城乡及区域经
济的协调发展，避免出现并有效解决过密和过疏问
题，日本和韩国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四，关注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都市圈是城

市化的主体载体，可以集约利用资源，获取集聚经济
效益。日本与韩国城市化模式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
对少数几个都市圈实行优先集中开发。例如，日本
的人口、产业和城镇高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
三大都市圈，韩国则形成了以首尔为绝对核心的首
都圈。但都市圈由于各种要素的高度集聚，使得环
境承载力不断下降，面临着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
有鉴于此，日本和韩国均通过多次都市圈规划及相
关政策，从基础设施共建、环境保护、产业协作和空
间结构重组等方面研究解决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问

题。目前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
发育日趋成熟，其他都市圈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但都
市圈规划作为一种独立的规划形式，在中国暂时没
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因此，需要借鉴日韩经验，通过
法律或法规保障都市圈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
施都市圈规划，重组都市圈产业链，优化空间结构，
增强都市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从而促进都市圈的
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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